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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43]摘要：基于1994－2017年期间我国29省市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测算以及分解,通过广义空间两阶段二乘法（GS2SLS）检验省际TFP空间收敛特征，以及人力资本、研发、开放以及市场化对我国TFP收敛性的影响。结论表明：我国省际间TFP不存在绝对收敛，只存在条件收敛；从收敛条件来看，决定落后地区TFP追赶和收敛的主要因素是市场化，其次是人力资本和开放，研发投入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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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tial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Provinci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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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alcula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TFP growth from 1994 to 2017, the paper examines the spatial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TFP,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human capi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penness and marketization on China's TFP convergence by the generalized spatial two-stage square method (GS2S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absolute convergence in inter-provincial TFP, only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vergence conditions, the main factor that determines the TFP catch-up and convergence in backward regions is marketization, followed by human capital and openness, the impact of R&D investment is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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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进入新时代以来，由于出口增速回落、劳动力成本上涨、产业结构转换等原因，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减速现象，而中西部则表现出工业化提速以及增长追赶的态势。新时代下增长格局的转换能否导致区域收敛？影响区域收敛的因素和机制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当前更好地推进以区域协调为重要方略的高质量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诞生以来，经济学者们越来越强调全要素生产率（TFP）趋势在解释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和收敛的重要性[1]。Bernard等[2]分析了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产业的TFP收敛情况，发现不同产业的TFP收敛趋势并不相同。Miller等[3]对国家间居民收入和TFP收敛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人均收入存在着绝对收敛，而TFP只存在条件β收敛。赵伟等[4]从微观机制角度探讨了1978－2002年期间我国区域技术效率收敛性，发现落后地区主要通过区际间贸易、投资以及技术交流学习先进地区的组织形式以及管理方式，缩小了与先进地区的技术效率差异。彭国华[5]通过水平分解和方差分解分析了TFP与我国省份间收入差距的关系，指出地区收入差距变化主要不是由于要素积累而是由于TFP变化，我国TFP呈现出先收敛再发散的趋势。郭庆旺等[6]研究表明，我国省份TFP增长尤其是技术进步率差异较大且逐步增大，从而导致省际经济增长差异呈现逐步增大的趋势。傅晓霞等[7]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将地区劳均产出增长分解为物质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积累、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指出1990年以来TFP分化是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吴军[8]通过将环境因素纳入TFP分析框架，研究表明我国东、西部工业TFP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中部仅仅存在条件收敛。余泳泽[9]研究指出如果考虑TFP空间外溢情况，我国省际TFP收敛速度加快，收敛周期缩短。
相对于以往单一影响因素的收敛性研究，本文全面探讨了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对外开放、市场化因素对于区域收敛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识别我国区域TFP增长差距的来源以及机制；此外，以往的研究时限大多截止2012年，很少有文献对“十二五”以后我国中、西部增速持续赶超东部的发展阶段进行研究和评价。本文通过超越对数随机前沿分析法（SPA）测算我国各省份TFP增长、分析及其内在结构组成，在此基础上通过空间面板动态回归模型探讨1994－2017年期间的区域TFP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和机制。
2   TFP核算模型设定
[bookmark: _Hlk37715424]对TFP的准确测算是深入探讨TFP收敛性的前提条件。超越对数随机前沿分析法放弃了“完全竞争”、“规模弹性不变”等严格假设条件，因此更加适合市场不完善、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10-11]。本文采用机前沿分析法来测算和分解1997－2017年我国各省份TFP变化情况。参照Kumbhakar[12]的模型，超越对数函数形式方程设定为：
[bookmark: _Hlk37715563][bookmark: _Hlk37715582][bookmark: _Hlk37715764][bookmark: _Hlk37715800][bookmark: _Hlk37716073][bookmark: _Hlk37716088][bookmark: _Hlk37716176][bookmark: _Hlk37716187][bookmark: _Hlk37716267] lnYit=lnf(xit,t)=β0+β1lnKit+β2lnLit +β3t +1/2β4（lnKit）2+ 1/2β5（lnLit）2 +1/2β6t2+β7lnKit lnLit +β8tlnKit +β9t lnLit－uit－vit
            uit={ uiexp[η(t-T)]}～iidN+(η,α2)                          （1）
[bookmark: _Hlk37716210][bookmark: _Hlk37716349][bookmark: _Hlk37716228]式（1）中：Y、L、K分别为产出、劳动力、资本存量；i和t分别表示为地区和时间；uit≥0为生产无效率项，服从半正态分布，衡量相对于前沿生产曲线的技术无效率水平；η是技术效率的时变参数；vit是随机干扰项，vit～iidN(0，δ2)，与uit相互独立。
本文中，随机前沿估计中的系数显著性均通过广义似然统计（LR）来检验，服从混合卡方分布。
对式（1）取时间t的一阶导数，有：
                      （2）
式（2）中：j=1、2，分别对应资本存量和劳动力；∂lnf(xit,t)/ ∂lnxit为要素产出弹性，记为αitj；右侧第1、3项分别为技术进步（TP）和技术效率(TE)增长率，分别记为gitTP和gitTE（以下均用“g”表示增长率），即：
gitTP              （3）
  gitTE                                       （4）
则式（2）可写为：
gitYgitTP+gitXj+ gitTE                         （5）
TFP增长率为产出增长率减去加权平均的要素增长率，即：
gitTEgitYgitj                                      （6）
根据TFP的通常定义，权重sitj取要素j报酬占要素报酬总额的份额。将式（5）代入式（6）中，得：
             gitTFPgitTP+gitjgitj+ gitTE                      （7）
设E=α1 +α2，即所有要素的实际产出弹性之和；同时，用（j=1，2）来表示要素j最优边际产出份额。则式（7）可以变换为：
       gitTFPgitTPgitjgitj+ gitTE             （8）
式（8）中，等式右边第2项描述了规模报酬变化导致的生产率变化，第3项描述了要素配置变化导致的生产率变化。这样，式（8）中第2、3项分别刻画了规模效率（SE）和配置效率(FAE)的变化。对应的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计算式为：
                                （9）
                                     （10）
                                        （11） 
                                      （12）
[bookmark: _Hlk37793353]式（12）计算中考虑到()=  ()，因此合并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计算项。
3  我国区域TFP增长内在结构实证分析
3.1  基本数据选择和处理
受到要素收入份额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将研究期限定为1997－2017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由于样本缺失问题，剔除了西藏和港澳台数据，合并重庆和四川的数据，这样研究样本为我国29个省市。根据平减指数换算到以2000年为基础的实际水平。
（1）劳动力数量，采用统计年鉴中各省市历年就业数量。由于统计年鉴中各省就业数据2010年后不再提供，通过查阅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劳动和社会保障统计公报》得到2010年之后的就业数据。
[bookmark: _Hlk37793434]（2）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Kt=Kt-1(1-δt)+It。其中：δt为t期折旧率；It为t期投资。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结果对折旧率相当敏感，折旧率不同会导致资本存量的较大差异，大多数研究将折旧率定为5%～10%之间。当前影响比较大的有张军等[13]和单豪杰[14]的资本存量估算，张军等[13]使用的折旧率值为9.6%，单豪杰[14]取10.96%，且相关研究表明2008年后我国折旧率有减小趋势[15]，因此本文采用张军等[13]使用的基期资本和折旧率。选择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年度投资指标，通过永续盘存法得到1993－2017年样本省份资本存量（折算到1997年资本价格水平）。
（3）要素收入分配份额，计算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要素成本增加值法，将间接税不视作企业的收入，得到要素收入份额，即SL=劳动者报酬/(GNI-生产税净额)，SK=1-SL；另一种是毛增加值法，将间接税视作资本收入，即SL=劳动者报酬/GNI，SK=1-SL[16-17]。本文使用要素成本增加值法，这种方法更能反映我国劳动力和资本的收入分配份额现实情况。
3.2  TFP分解计算
使用Stata15软件对样本各变量数据进行估算，如表1所示，变量的二次项以及交互效应都比较显著，γ值为0.991，表明拟合结果较好。
表1  1997－2017年样本变量数据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结果
	项目
	Cons
	lnK
	lnL
	T
	(lnK)2
	(lnL)2
	T2

	系数
	  -2.918 0***
	  0.594 0***
	  1.161 0***
	  0.045 0*
	  -0.153 0***
	  -0.063 0**
	0.000 2

	T值
	-4.520
	2.640
	4.740
	1.670
	-5.030
	-2.230
	0.360

	项目
	lnK ×lnL
	T×lnK
	T×lnL
	δ2
	γ
	Log似然
函数值
	LR检验

	系数
	  -0.254 0***
	  0.021 0***
	  -0.014 0***
	  1.545 0**
	  0.991 0***
	-33.090 0
	136.060 0

	T值
	-5.680
	3.020
	-2.770
	2.415
	78.750
	
	


注：***、**、*分别表示在99%、95%、9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将表1结果分别代入式（3）（4）（11）（12），得到样本各省份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增长率，进而得各省份TFP增长率。因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逐一列出，表2给出了全样本的TFP及其组分的变化1），包括相关的经济增长贡献率。
表2  1994－2017年全样本TFP增长分解及其对TFP的增长贡献
	年份
	TFP以及各组成增长率
	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TFP
	△TP
	△TE
	△SE
	△FAE
	TFP
	TP
	L
	K

	1994
	  4.54%
	1.89%
	－0.67%
	2.28%
	  1.04%
	34.70%
	14.43%
	3.90%
	 61.40%

	1995
	  5.34%
	1.41%
	－0.36%
	1.98%
	  2.31%
	48.60%
	12.84%
	2.90%
	 48.40%

	1996
	  4.99%
	1.24%
	－0.57%
	1.83%
	  2.49%
	50.30%
	12.49%
	4.20%
	 45.50%

	1997
	  3.90%
	1.44%
	－0.33%
	1.35%
	  1.44%
	42.30%
	15.60%
	5.10%
	 52.60%

	1998
	  2.98%
	0.69%
	－0.23%
	1.24%
	  1.28%
	38.00%
	 8.79%
	4.90%
	 57.10%

	1999
	  0.10%
	0.96%
	  0.12%
	0.72%
	－1.70%
	  1.30%
	12.59%
	7.80%
	 90.90%

	2000
	－0.73%
	1.82%
	－0.16%
	0.11%
	－2.50%
	－8.70%
	21.59%
	8.20%
	100.50%

	2001
	  2.63%
	2.06%
	－0.55%
	1.06%
	  0.06%
	31.70%
	24.80%
	6.90%
	 61.40%

	2002
	  3.04%
	2.60%
	－0.76%
	1.12%
	  0.08%
	33.50%
	28.62%
	8.20%
	 58.30%

	2003
	  3.77%
	3.91%
	－0.82%
	0.71%
	－0.03%
	37.60%
	39.01%
	5.40%
	 57.00%

	2004
	3.09
	3.67
	-0.90
	0.32
	0.00
	30.70
	36.42
	5.6
	63.8

	2005
	  3.02%
	2.84%
	－1.02%
	0.90%
	  0.30%
	26.60%
	25.03%
	4.40%
	 68.90%

	2006
	  2.22%
	2.54%
	－1.26%
	0.79%
	  0.15%
	17.50%
	20.02%
	4.10%
	 78.40%

	2007
	  2.86%
	2.48%
	－1.26%
	1.10%
	  0.54%
	20.10%
	17.47%
	0.90%
	 79.00%

	2008
	  2.51%
	1.49%
	－1.37%
	1.32%
	  1.07%
	26.10%
	15.49%
	3.10%
	 70.80%

	2009
	  2.65%
	1.05%
	－0.98%
	1.23%
	  1.35%
	28.70%
	11.37%
	2.60%
	 68.70%

	2010
	  1.00%
	1.04%
	－0.82%
	0.52%
	  0.26%
	 9.40%
	 9.78%
	5.60%
	 84.90%

	2011
	  1.47%
	0.72%
	－0.11%
	0.44%
	  0.42%
	15.50%
	 7.59%
	1.20%
	 83.30%

	2012
	  0.67%
	0.37%
	  0.23%
	0.13%
	－0.06%
	 8.60%
	4.78%
	2.20%
	 89.10%

	2013
	  0.24%
	0.53%
	  0.11%
	0.11%
	－0.51%
	 3.10%
	 6.90%
	3.20%
	 93.70%

	2014
	  0.25%
	0.57%
	－0.26%
	0.56%
	－0.62%
	 3.40%
	 7.84%
	3.20%
	 93.30%

	2015
	  0.38%
	0.62%
	－0.36%
	0.78%
	－0.16%
	 5.50%
	 8.99%
	3.60%
	 90.90%

	2016
	－0.10%
	0.69%
	－0.52%
	0.40%
	  0.24%
	－1.49%
	10.30%
	4.40%
	 97.09%

	2017
	  0.26%
	0.67%
	－0.69%
	0.46%
	  0.46%
	 3.77%
	 9.71%
	2.28%
	 93.95%

	均值
	  2.13%
	1.55%
	－0.56%
	0.89%
	  0.33%
	21.12%
	15.90%
	4.32%
	74.54%


1994－2017年间，从TFP总体来看， 1994－1997年和2001－2009年两个阶段的TFP增速较高。1994－1997年对应于我国市场化改革攻坚突破阶段，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民营经济大快速壮大，TFP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2001－2009年对应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至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阶段，加入WTO使得我国企业技术学习模仿以及溢出渠道更加通畅和快速，从而推动了TFP增长。2009年之后，TFP增长率进入持续下滑的趋势中。总体来看，1994－2017年期间TFP年均增长率为2.13%，对经济增长贡献为21.12%。
从TFP的各组分来看，对TFP增长贡献最大的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年均增长1.68%，对TFP增长贡献为64.5%，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16.8%。技术进步在2008年之后出现快速减缓趋势，对TFP增长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弱，成为TFP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从追赶阶段进入赶超阶段，低成本模仿学习的空间已经逐渐缩小，而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模式尚未建立起来，从而导致技术进步率呈现持续放缓态势。对TFP增长贡献其次大的是规模效率，规模效率年均增长0.89%，对TFP增长的贡献达42%，对经济增长贡献年均9.4%。
配置效率对TFP增长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年均增长0.33%，对TFP增长的贡献达到9%。如表2所示。由表2可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配置效率的高增长期，这一期间国企改革、分税制改革、金融改革等重大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从而推动了配置效率的高增长；2000－2004年间配置效率增速基本在零值附近波动；2007－2009年间配置效率增速逐渐升高，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一时期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提升使得原来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有所改善；2011年之后由于出口下滑、经济失速等情况，我国开始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进行干预，配置效率呈现增速下降趋势。
从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来看，资本积累无疑是1994－2017年间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达到71.8%；其次是TFP，贡献为16.8%；最后是劳动力增长，贡献为4.5%。但是，2009年以后TFP增长呈现显著递减趋势，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率的显著下降，这也导致了2009年之后TFP的经济增长贡献显著下降，而资本贡献显著上升。
4  我国TFP的区域空间收敛及其影响因素探讨
4.1  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应用空间计量检验空间收敛性之前，需要先考察变量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反映了空间相互影响（包括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极化效应），如果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则可以不考虑空间检验。本文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使用莫兰指数（Moran I）来检验跨区域TFP空间相关性。为了消除经济周期性波动造成的影响，本文取3年时间均值做检验。如表3所示，从TFP的莫兰指数来看，似乎高增长阶段的空间相关性比较强，而增速较低阶段的空间相关性也较弱；2012之后，尽管经济增长持续减速，但是TFP的空间相关性却较强，原因是大多数省份的TFP表现出同步向下的变动趋势。
表3  1994－2004年全样本TFP及其组分空间相关莫兰指数值
	1994－1996
	1997－1999
	2000－2002
	2003－2005
	2006－2008
	2009－2011
	2012－2014
	2015－2017

	0.144*
（1.65）
	0.070
（1.35）
	0.050
（1.32）
	0.132***
（2.68）
	0.850**
（1.97）
	0.240
（1.40）
	0.193***
（2.85）
	0.296***
（3.15）


注:1）括号内为t值；2）1994－1996表示用1994到1996的3年均值检验，后面类推。

4.2  绝对收敛检验
探讨收敛通常有3种指标，即σ收敛、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σ收敛从样本方差角度考察收敛；绝对β收敛假设“所有样本收敛于相同的稳态”；条件β收敛则放弃了“各样本具有完全相同的收敛稳态”假设，认为各区域依据控制条件收敛于不同的稳态增长。本文主要针对TFP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进行探讨。绝对β收敛所使用的空间自回归方程如下式：
   （                        （13）                 
式（13）中：AiT为i省T期的TFP水平；(lnAiTlnAi0)为i省T期相对于0期的TFP总增长率；W为空间权重矩阵；λ为空间滞后项影响系数；β为收敛判定系数，若β<0，表明TFP增长率与初始水平负相关。
[bookmark: _Hlk37977412]本文以3年均值来平抑经济周期影响，以A (—)i0=Y (—)i0/((K (—)i0)（β1+β4）×(L (—)i0)（β2+β5）)计算初始年度 A (—)i02）。分别采用邻接地理权重空间矩阵和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检验，所得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 “（1）”是用邻接地理权重空间矩阵的检验结果，“（2）”是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检验结果。从空间影响来看，全样本和东、西部的λ显著为正，表明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溢出影响，而中部的λ不显著，表明空间相互影响较弱；从收敛系数β来看，全样本以及东部的回归方程中β值不显著，表明不存在收敛趋势，中部的β值在90%水平上显著，显著性水平较低，而西部的β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西部地区表现出显著的发散趋势。从数据来看，中部如吉林、山西、黑龙江等TFP水平较低的省份增长速度也比较低，尤其是2008年后TFP增幅较快下降，与其周边省份的TFP差距不断扩大。
表4  样本TFP的空间绝对收敛检验结果
	项目
	全样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1)
	(2)
	(1)
	(2)
	(1)
	(2)

	λ
	  0.042**
（2.07）
	 0.048*
（1.78）
	0.032**
（2.21）
	 0.031**
（1.96）
	0.015
（1.25）
	0.005
（1.31）
	 0.025**
（2.52）
	 0.030*
（1.92）

	β
	0.039
（1.29）
	 0.048
（1.46）
	－0.016
（－1.04）
	－0.034
（－1.08）
	－0.016
（－1.48）
	  －0.017*
（－1.79）
	  0.012**
（2.42）
	  0.012***
（2.58）

	Cons
	0.107
（1.57）
	 0.134*
（1.86）
	  0.214**
（2.14）
	  0.234**
（2.51）
	  0.561**
（2.27）
	  0.596**
（2.88）
	0.018
（0.15）
	0.016
（0.15）

	Log likelihood
	－87.09
	－89.08
	－30.28
	－30.41
	－22.45
	－22.48
	－30.45
	－30.58

	收敛率
	－0.039
	－0.048
	0.016
	0.034
	0.016
	0.017
	-0.012
	-0.012


注:括号内为Z值。

4.3  条件β收敛分析
考虑空间影响的条件β收敛分析通常采用如下方程：
   （14）为了与上文增长率数据对应，本文将其转换为增长率形式，即：
 
                                     (15)
[bookmark: _Hlk37978666][bookmark: _Hlk37975413]式（15）中：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W为空间权重矩阵；λ为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影响系数；β为判定系数；ρ为空间扰动项的自相关系数；ui为区域个体效应；为时间趋势效应；εit为扰动项；δit为误差，服从独立同分布，数学期望E(δit)=0；γ为控制变量系数；为控制变量增长率，通常选择那些决定被解释变量稳态增长率的因素，例如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时通常选择储蓄率(s)和“劳动力增长率+外生技术进步率+折旧率”(n+g+d)作为控制变量，一些对TFP收敛的研究也采用s与n、g及d作为稳态控制变量，但是一方面外生技术进步率（g）与TFP增长率存在内生性的可能，另外一方面内生增长理论研究表明，决定TFP稳态增长水平的主要是人力资本与研发投入等因素，因此根据区域收敛影响因素的现有研究，本文加入人力资本、研发投入、进出口贸易、制度作为稳态控制变量。其中：
（1）人力资本。Benhabi等[18]通过跨国数据研究表明，落后国家建立在模仿学习基础上的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本文采用平均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近似指标，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6岁及以上人口中小学教育、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数量，分别乘以6、9、12、16后加总，然后除以6岁以及6岁以上的抽样人口，得到平均接受教育年数。
（2）研发投入。Grossman等[19]、Aghion等[20]认为技术知识的增长源于 R&D投入，建立了以R&D投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Johns[21]利用OECD成员国数据，指出R&D投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研发投入的分省份数据最早为1998年，1998年之前给出的是各省份研究与开发机构及情报文献机构经费支出总额（以下简称“研究机构支出”）。我们将1998－2017年研究经费支出指数模拟方程向前延伸，并用1990－1997年研究机构支出对比，得到1990－1997年各省份研发经费支出的估计值。
（3）进出口贸易。相关研究表明，对于追赶型经济来说，通过进出口贸易来对外部技术知识进行学习、吸收与模仿是提升生产率的重要途径[22-23]。Coe等[24]利用24个发展中国家1971－2004年的面板数据，证明进出口贸易对TFP有显著影响。近年国内的相关研究分别从技术溢出效应、学习效应、全球产业链效应等证明进出口贸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
（4）制度。North等[25]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决定技术进步，进而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Romer[26]研究表明规则对于发展中国家成功追赶具有重要作用，制度门槛是使技术被吸收和利用的先决条件。Manca[27]通过1970－2000年5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证明制度更好的发展中国家能更快地吸纳利用技术、获得更迅速的TFP增长。但是对制度质量的衡量一直是实证研究的难点所在。国内对于制度质量的衡量通常采用市场化指数，最常用的是王小鲁等[28]计算的各省份市场化指数，但是这一数据最早至1997年，与本文的研究期限不符；另外一个常用替代指标是民营经济发展指数[29]，即用每万名从业人员中私营企业户数衡量，计算相对比较简单，使用也比较普遍，因此本文采用民营经济发展指数衡量市场化改革质量。
对于空间面板动态自回归模型的检验，常用方法包括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法和广义矩法。Elhorst[30]研究表明，广义矩法（GMM）对空间系数的估计存在严重偏误，极大似然法（ML）相对于更为有效。但是Kelejian等[31]指出，首先，极大似然法空间计量的大样本理论尚不健全；其次，如果扰动项不服从独立同分布，则极大似然法是不一致的。也有研究指出，极大似然法对于较高维度的空间权重矩阵计算不太方便[32]。Kelejian等[31]提出了基于工具变量的GMM改进模型，即广义空间二段最小二乘法（GS2SLS）。Arraiz等[33]指出GS2SLS在异方差情况下也能得到一致估计。因此，本文采用广义空间二段最小二乘法（GS2SLS）。
对于空间面板模型，现有研究一般都采用固定效应分析，因为随机效应严格要求未观测效应与其它解释变量不相关，而固定效应则不需要这种严格假定，收敛性检验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更适宜[5]。本文采用固定效应GS2SLS法，通过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平抑经济周期处理，回归得到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γH、γRD、γTR、γINS分别是人力资本、研发投入、进出口贸易以及市场化制度变量的系数；T/2为半程收敛时间；（1）是没有制度变量的回归结果，（2）是加入制度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表5  样本的TFP空间条件收敛性检验结果
	项目
	全样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1)
	（2）
	（1）
	（2）
	（1）
	（2）

	λ
	    0.697***
	   0.718***
	0.310***
	0.310***
	0.149*
	0.127**
	0.124**
	0.131**

	
	 (9.90)
	(11.60)
	(16.49)
	(16.65)
	(1.94)
	(1.96)
	(2.26)
	(2.34)

	β
	  －0.083***
	－0.085***
	－0.085***
	－0.086***
	－0.074***
	－0.078***
	－0.098***
	－0.102***

	
	(－13.11)
	(－13.36)
	(－6.74)
	(－6.86)
	(－5.44)
	(－8.19)
	(－7.66)
	(－8.30)

	γH
	    0.153**
	0.097*
	0.101**
	0.087*
	0.385***
	0.233**
	0.206**
	0.278*

	
	  (1.99)
	(1.77)
	(2.01)
	(1.74)
	(3.61)
	(2.37)
	(2.25)
	(1.66)

	γRD
	－0.010
	－0.007
	－0.005
	－0.005
	－0.041
	－0.041
	0.001
	0.001

	
	(－1.36)
	(－0.86)
	（－0.33）
	(－0.27)
	(－1.29)
	(－1.10)
	(0.12)
	(0.10)

	γTR
	   0.581**
	0.350
	0.372**
	0.392**
	0.699*
	0.635*
	0.429
	0.439

	
	 (1.95)
	(1.64)
	(2.22)
	（2.39）
	（1.81）
	(1.71)
	(1.17)
	(0.76)

	γINS
	
	   2.440***
	
	   2.240**
	
	 3.440**
	
	 3.170**

	
	
	(2.96)
	
	(2.46)
	
	(1.99)
	
	(2.23)

	ρ
	  －0.573**
	－0.373***
	－0.199***
	－0.195***
	－0.016
	－0.005
	－0.053
	－0.070

	
	(－2.42)
	(－2.71)
	(－4.99)
	(－4.74)
	(－0.14)
	(－0.15)
	(－0.77)
	(－0.73)

	Sigma2
	     0.157***
	  0.179***
	  0.141***
	  0.144***
	  0.165***
	  0.176***
	  0.171***
	  0.186***

	
	  (7.53)
	(7.70)
	(4.44)
	(16.65)
	(4.36)
	(3.85)
	(4.71)
	(4.74)

	收敛率
	0.086
	0.084
	0.086
	0.086
	0.079
	0.074
	0.102
	0.098

	[bookmark: _Hlk37798329]T/2/年
	 8.37
	8.57
	8.37
	8.37
	9.11
	9.73
	7.06
	7.35



从反映空间溢出效应的λ系数来看，全样本及东、中、西部的空间溢出效应都比较显著，表明在以人力资本、开放度、制度等为条件的情况下，区域之间的TFP增长确实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影响；从收敛系数β来看，全样本以及3大区域的β值都显著为负，显著性水平均在99%以上，表明全样本以及3大区域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情况。
从人力资本系数来看，除了西部外，全样本以及东、中、西部的人力资本作用系数都比较显著，西部的显著性略弱，表明人力资本增值能显著加快收敛的速度；而加入制度变量之后人力资本系数的显著性和数值都有所减少，表明人力资本作用可能包含有制度的贡献；另外从区域对比来看，中部和西部人力资本系数值大于东部和全样本平均水平，因此中、西部的人力资本提升更有利于区域收敛。从研发投入系数来看，R&D投入增长对区域TFP收敛影响并不显著，甚至表现为负面影响（尽管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追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还是来自于模仿学习收，而当前我国的R&D经费支出对TFP影响并不明显；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受数据限制，因为影响TFP的应该是研发资本存量而非流量，所以使用研发资本存量数据会更加适合，但限于研发资本存量计算涉及多种不确定指数且过程复杂，本研究为不干扰主题则没有给出。从进出口贸易系数来看，全样本、东部、中部比较显著，显著性水平大多在90%以上，西部的显著性水平较低。西部地区近年的进出口贸易增长较为迅速，但是贸易增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亚地区，而中亚地区的国家普遍发展水平比较低，因此通过进出口贸易增长并没有促进西部的TFP追赶。从市场化制度来看，无论是全样本意义上还是分区域的意义上，制度的改善显著有助于加速TFP的收敛，而且中部和西部的制度改善意义均远大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更应该注重通过改革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如表5所示，不论是从全样本还是东、中、西部来看，加入制度变量后的回归方程（2）所得到的收敛时间相对于方程（1）均有所缩短，表明市场化制度的推进有助于缩短样本各区域TFP向稳态收敛的时间，其中西部的条件收敛时间最短、东部略长，而中部的条件收敛时间最长。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既有高TFP水平的上海、广东等省份，也有较低TFP水平的辽宁、河北等省份，同样中部地区有黑龙江、吉林、山西等省份与其他省份有较大差距。尽管近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追赶，出现一定的区域收敛态势，但基于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间TFP增长不存在绝对收敛趋势，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落后地区是否能够实现TFP的追赶和收敛关键取决于人力资本、开放和制度改革的推进程度，这是决定一个地区收敛稳态和不同地区是否能够收敛于同一状态的关键因素。
5  结论
本文运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法探讨了我国29个省份1994－2017年期间TFP增长的结构特征和区域差异，并通过空间动态模型检验了区域TFP的收敛特征，以及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对外开放以及市场化对区域TFP收敛性的影响以及机制，得到结论包括：
第一，1994－2017年期间我国29个省份TFP的年均增长率为2.13%，其中对TFP增长贡献最大的是技术进步（贡献达69.7%），其次是规模效率增长（贡献为达39%），配置效率对TFP增长也有一定的贡献，而技术效率则呈现负增长态势并且对TFP贡献为负；而导致2008年之后29个省份TFP增长持续减速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率的快速下降。提升TFP增速长期看主要依赖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技术进步，但当务之急则是要通过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来缩小区域间、行业间的技术差距，提升技术效率水平。
第二，从TFP增长的空间相互影响来看，在绝对收敛检验中，29个省份之间的TFP空间相互影响并不显著，而在条件收敛检验中则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取决于各省份的内在条件，包括人力资本、贸易、市场化等因素。
第三，从TFP的收敛性来看，29个省份以及东、中部不存在绝对收敛趋势，西部甚至表现出显著的发散特征。而在以人力资本、研发投入、进出口贸易、市场化制度为条件的情况下，29个省份以及3大区域的TFP都表现出显著的条件收敛现象。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并不必然导致后发优势以及TFP追赶效应，落后地区只有提升人力资本、进出口贸易、市场化制度等方面的水平，推动和加快知识技术扩散和吸收，才能享受TFP空间溢出效应，从而实现TFP追赶。
第四，从收敛影响因素和机制来看，市场化制度对29个省份的收敛影响均非常显著，人力资本和进出口贸易也对TFP收敛速度有显著影响，开放度提升对区域TFP收敛的有一定正向作用，而研发投入增长对区域TFP空间收敛没有影响，可能是由于研发投入还不是我国技术进步和TFP增长的主要来源。

注释：
[bookmark: OLE_LINK28]1）这里的样本总体生产率是以29个省份生产总值（GDP）为权重，采用几何平均法对各省份生产率综合的结果。这一计算思路与Malmquist指数是一致的，较之于算术平均法以及拉氏指数法更好地避免了偏倚。
2）连续计算3年的TFP水平值，然后取平均。此外，由于函数设定关系，这里的计算没有纳入耦合部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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